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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论衡》》首提首提““人才人才””概念概念
系统论人才系统论人才

□□ 龙龙 倩倩

在两汉天人感应、谶纬迷信泛滥之际，

王充以“疾虚妄”为己任，“铨轻重之言，

立真伪之平”，对被神化了的儒学、有意志

的天、神学目的论、神仙方术等种种虚妄之

说以及迷信流俗之见进行了一番实事求是的

考辨，写成 《论衡》 一书，为东汉思想界注

入一道理性、科学、求实的新风。全书共 85

篇，实存 84 篇，内容广涉哲学、文学、美

学、天文学等各方面。其中 《累害篇》 中的

“人才高下，不能钧同”在中国古代第一次

使用“人才”概念，《答佞》《程材》《量

知》《谢短》《效力》《别通》《状留》《定

贤》 等十多篇文章专论人才问题，系统地探

讨了人才的价值和标准、类别和层次、成长

和使用等问题。

选贤识佞，崇德尚才

王充列举了从先秦至汉的大量历史史

实，论述了人才在国家兴衰治乱中的极端重

要性，指出“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

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而

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具备一

双识别人才的慧眼。所谓“德不优者，不能

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在王充看

来，选贤识佞，最主要的标准就是“德”与

“才”。

“德”即品德、德行，是人才的道德前

提。在 《答佞篇》 中，王充指出贤佞之别实

则君子与小人之别，两者“殊操异行，取舍

不同”，道德品行不同，行为取舍的标准也

不一样。君子会用礼来克制自己的私心杂

欲，“以礼防情，以义割欲”，做到循道而

行；小人则放纵贪欲，“逾礼犯义”，以不正

当的方式献媚讨好，故“观贤由善，察佞由

恶”。在 《定贤篇》 中，王充列举了社会上

流行的以高官富贵、事君寡过、选举皆善、

人众所归、民心歌咏、居职有功、孝父弟

兄、全身免害、委国去位、恬淡无欲、口辩

辞巧、将兵御众等 20 余条判断人才的标

准，并一一对之进行了批驳。比如“仕宦得

高官”，很可能是这人家庭富有，依靠金钱

谋得的官职；“人众所归”也很可能只是因

为这人喜欢广泛结交；那些避世离俗、委国

去位的所谓“高洁”之人，抛弃了自己的社

会责任，更称不上人才。在王充看来，外在

的权势、富贵、荣誉、地位、事功和名节等

因素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能作为判断人

才 的 标 准 ， 定 贤 的 绝 对 标 准 只 能 是 “ 善

心”，即“德”。这就有力地抨击了当时已弊

端丛生、名不副实的察举选贤之法，将人才

价值的最终决定权交还于人自身。

“才”即才能、能力，是人才的知识基

础。王充认为，“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即

知识就是力量，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与学

问，才会具备相应的能力，掌握的知识不

同，所具备的能力各异，也便构成“才”的

多样性。从农夫到士卒、工匠到壮士、佐吏

到 贤 儒 ， 每 个 人 都 有 其 所 赖 以 生 存 之

“力”。“力”又分为两类：一为筋骨之力，

即体力，如“垦草殖谷”的农夫之力、“勇

猛攻战”的士卒之力、“构架斫削”的工匠

之力、“举重拔坚”的壮士之力等；一为仁

义之力，即知力，“治书定簿”的佐史之

力、“博达疏通”的儒生之力、“论道议政”

的贤儒之力等。王充指出，“人生莫不有

力，所以为力者，或尊或卑”，意为人皆具

备一定的能力，只是发挥能力的工作有高低

之分。因此，若论“才”之高低，只要在各

自所擅长的领域进行优良对比即可。

儒生过文吏，贤儒胜世儒

针对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治理现实，

王充将社会上的人才主要分为两类，“文

吏”与“儒生”。文吏是指从事公文撰写、

纠纷处理、户籍管理、迎送等具体日常政务

的人才，儒生则是指研习五经，潜心学问，

从事著书立说、聚众教学的人才。世人常以

文吏飞黄腾达、处境顺利，儒生不得志而认

为儒生比不上文吏，甚至“诋訾儒生以为浅

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王充驳斥了这种

用做官的标准来衡量人才的做法，并从德

行、才能、功用、知识等方面对两者的优劣

长短做了综合考量。从德行与才能来看，

“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

劣”，文吏善于处理文职事务，但个人品德

不行，只讲利害不讲是非；儒生品行好，先

义后利，忠良贞节，但具体实操能力弱。两

者各有所能，故在选拔任用时也各有所取，

“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

必优事理乱者也”。从功用和才能来看，“儒

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

生以道自任，志在为社会轨德立化的根本高

度，故为治本；而文吏只是在具体的理繁治

剧的实操层面发挥影响，可谓治末。所以，

王充认为整个社会应该倒过来以儒生为尊、

以文吏为卑。

依据才之高低，王充又将儒生群体划分

为儒生、通人、文人与鸿儒四个层次，儒生

即世儒，儒生以上则为贤儒。“能说一经者

为儒生”，他们习圣贤之道，能够讲解一部

经书，但“闭暗不览古今”，目光短浅，不

能博学广知，是“章句之生”，处于儒生人

才群体中的最底层。“博览古今者谓通人”，

他 们 读 书 万 卷 ， 博 学 广 识 ， 不 仅 通 “ 五

经”，还通“百家之言”与“古今之事”，能

够为人师而传道解惑，故高于儒生。“采掇

传书以上书奏纪者为文人”，文人不仅知识

广博，还“博通而能用”，利用所学所知观

察社会、分析问题、提出创见，为治国理政

建言献策，故高于通人。“能精思著文连结

篇章者为鸿儒”，鸿儒是最高级的，他们不

仅 通 古 博 今 ， 能 写 文 章 ， 还 能 “ 劝 善 惩

恶”，为世所用，写出鸿篇巨制来服务国

家、改造社会，因而是“超而又超”“奇而

又奇”之人。以此来看，西汉的谷子云、唐

子高，能够“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

文如星月”，却不能连结篇章、著书立说，

可谓“文人”。司马迁、刘向虽然能够“累

积篇第，文以万数”，远远超过子云、子

高，但却主要沿袭以前的记载，缺点在于

“无胸中之造”，可谓“通人”。陆贾、董仲

舒评论国家大事，均是“由意而出”，不假

借他人之说，比司马迁、刘向高明，但却因

为 内 容 过 于 浅 显 ， 却 被 读 者 称 之 为 “ 传

记”，介于文通之间。阳成子长作 《乐经》、

扬雄作 《太玄经》 都是精心思虑而成，能与

孔子作《春秋》相比肩，可谓“鸿儒”。

不学不成，人尽其才

那么如何成才？在 《实知篇》 中，王充

明确否定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提出“智能之

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的人才学成论，

充分肯定了“学”在成才中的重要性。就所

学内容而言，有经生之学，有文吏之学，有

世俗之学。经生之学，要求通晓经书，掌握

章句十万以上，行有余力则博览古今；文吏

之学，则是要求“幼则笔墨，手习而行”；

世俗之学，并非不读经，只是急功近利，

“循今不顾古，趋售不存志”，它异于文吏之

学，更是不及经生之学。所学不同，成才亦

不相同。就为学之方而言，一为拒师，二为

专精，三为博通。拒师，即反驳老师，向老

师提出不同意见。王充指出，“凡学问之

法，不为无才，难于拒师”，这就是说为学

之关键在于敢不敢坚持自己独立思考，坚持

不同意见，以“疾虚妄”的精神，批判俗书

伪文。专精，指专心一意，集中精力思考钻

研，“用精于学，勤力不休”，这样才能学有

所成，正所谓“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

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博通，指博览群

书，学通古今。人若不博通，则如眼瞎、耳

聋、鼻痈之辈成不了健全的人，儒生不博览

尚且闭暗，更何况普通想要成才之辈。

又如何选才用才呢？首先，要善于发现

人才，并大胆使用。《累害篇》 载：“采玉者

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这即是说统治

者要善于发现人才、识别人才、使用人才，

选贤使能，才能避免人才流失、造成资源浪

费。其次，选人用人的主体即“选士者”或

“将”，本身要具备一定的德行与能力素质。

王充说，“长巨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

“重任之车，强力之牛乃能挽之”，地方长官

只有自身操行高洁、才智过人，才能发现、

察举和选用才高行洁之士。“能御骥騄者，必

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尧、舜

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再次，选人用人时

要坚持人尽其才、量才为用的基本原则。王

充说，“御百里之手，而以调千里之足，必有

摧衡折轭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

之知，必有闭心意之变”，意为只能驾御日跑

百里马的人，驾御不了千里马，“具臣之才”

做不了“大臣之知”的事情。“且骥一日行千

里者，无所服也，使服任车舆，驽马同”，意

为千里马之所以能日行千里，是因为它没有

负累，若让它去拉大车、驮重物，那便与劣

马没有区别了。因此，为政用人时，切忌大

材小用，把将才当士卒、儒士当俗吏，要使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使人“尽忠宣

化，以明朝廷”。

综之，王充的人才观虽带有一定的儒生

理想性，但总体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具

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有力批驳了当时名不副

实的人才评定标准。《论衡》一书中论及人才

的相关篇章也成为汉末盛行的人物品评与鉴

别的先导，开启了魏晋时人才品评之风。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明。中华文明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

历程，同时又与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

代共进步，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

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讲清楚中

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

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

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

（一）

理解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对深入了解中华

文明的形态和特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华

文明的天下观涉及中国古代伦理、制度、民族

等多方面的问题，它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对人

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系统，而传统的统

一多民族国家思想是其生发出来的极为重要的

一个相关方面。

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的形成和中华

文明的天下观密不可分，而中华文明的天下

观，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

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很早以前，根据

生活经验，古代中国人就把宇宙想象为一个

“天圆地方”的构造。《管子》 云，“地之东西

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长方形的陆

地四周又被海洋包围，而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

在内的一切都被覆盖在天的下方。古代中国人

的这种对于“天地”与世界的直观认识，与最

初的自然崇拜相结合，产生了关于“天”和

“天下”的主观结论。因为只有一个“天”，所

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同时，“天下”万

物都反映着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这些

主观结论，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最基本的

原理。

随着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祖

先”被抽象为“天”，而人间的统治者是将

“天”的意志传达到地上的、与“天”有血缘

关系的“天子”，他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

治。《尚书·商书·盘庚》 中的“予迓续乃命

于天”，说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

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说的是

周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商代是“天子”思想的

萌芽期，周代则更为明确地体现出了这种认

识，《尚书·召诰》 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兹大国殷之命”，即是说作为“天子”的

命令被“天”取消，是殷亡国的原因。值得注

意的是，周人在继承商人的“天子”观念的同

时，也对其有所改造，不完全将血缘而是将

“德”作为成为“天子”的标准。

由于只有一个“天下”、一个“天子”，也

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所以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和周边不同的

族群集团同属于一个“天下”，在同一个“天

子”的统御之下。《诗经·商颂·殷武》 篇中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

来王，曰商是常”，指的是“氐、羌”等古代

民族也要来参加商王主持的祭祀典礼，朝见商

王。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天下观

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古代华夏族

和不同族群集团，中国传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不同古代民族共居于

同一个“天下”的认识上来。当然，中国统一

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与古代中国

本身就是一个多个族群集团共同生活的地域这

一历史现实不可分割。

不过，很显然的是，即便古代中国人想象

中的“天下”是有边界的，但仍远远大于当时

人们已知的地理范畴。现在一般认为，古代文

献资料中所记载的“九州”的范围，大体反映

了西周以来到战国时期中国人实际的活动空

间，而九州的划分，则体现出不同文化区域或

者不同族群的聚居地。周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由

于在实际空间上居于当时九州的中央，在思想

观念上也被认为居天下之中，由此，产生了早

期的“中国”与“四夷”的观念。

（二）

“中国”一词，目前最早的发现是出现在

一个铸造于西周成王时期名为何尊的青铜器铭

文中，在这里“中国”指天下之中、西周中心

之地洛邑，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随着历史

的发展，“中国”概念所包含的范围不断扩

大，逐渐将周朝诸侯国囊括进“中国”的范

畴，战国时，“中国”已成为列国全境的称号。

蛮、夷、戎、狄这些用于称呼不同族群集

团的词语，最初强调的是不同地域环境中各个

族群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特点，如“狄”表示的

是人与犬共同生活的游牧民族的特征，这反映

出以农业定居生活方式为主的中原地区的人们

对“四夷”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方不同的生

产生活方式上。这种最初以方位关系和生产生

活方式之间的区别来理解“中国”与“四夷”

的思想，经过抽象化的过程，就将不同族群集

团与方位相结合，形成了《礼记·王制》中所

讲的“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

曰狄”，而作为“中国”的中原王朝则居于中

心，也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

与这一演进过程同时的，是随着西周礼

乐制度的奠定与成熟，逐渐形成了一种以

“礼”作为标准来区别“华夏”与“夷狄”的

早期民族思想，作为方位概念产生的“中

国”也开始与“华夏”相融合，成为一个包

含政治和文化意义的政治体概念。在这一过

程中，姬姓诸侯国通过与异姓诸侯国的联

姻，不断扩大“中国”的范畴，也使得如楚

国等原本自认为不是“中国”的诸侯国通过

对华夏文化的学习吸收，自觉认同华夏礼乐

文化，将原初具有深厚血缘意义的华夏转化

为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华夏，使得华夏

或者说“中国”成为一个政治、文化上的多

个族群构成的共同体，周代中国已经是包含

了多个族群的统一国家。

基于天下观和先秦中国历史发展的早期民

族思想，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步显示出两个特

点：一个特点是具有以文化为标准的等级制特

色，就“天下”而言，“中国”或说“华夏”

居于天下中央，文化上更为先进发达，而“四

夷”居周边四方，文化上并未接受“礼”，是

野蛮的、地位较低的地带；但同时将政治文化

而非血缘作为判断依据，蛮夷可以通过学习接

受华夏文化而进入“中国”，原先的华夏也可

因“夷狄化”而被排除在“中国”之外，两者

之间并非是不可逾越的。另一个特点则是，从

“天下”这个范畴上，虽然具有文化上的等级

划分，但“中国”和“四夷”都是“天下”体

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如果真正要具有“天

子”的地位，那统治者必须以“德”来统御万

民。华夏与夷狄都是天子是否具有这种德行的

“评判者”，天子如果无德，那万民可以用“革

命”的方式代替“天”取消他的统治地位。而

相对的是，如果有德，则无论是华夏或夷狄，

都可以成为统治者，获得“天子”的地位。因

此，天下观所影响下的古代中国早期民族思

想，就不仅是华夷之辨，还包含着一种“为政

以德”的可以为华夏和夷狄所共同认可的

价值。

（三）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天下”理念和与之

相联系的早期多民族思想，经过先秦儒家和汉

代儒家的吸收继承与改造，构成了后来居于主

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中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

的主体，其核心理念主要表现为“大一统”思

想和以文化区别族群的华夷之辨思想。

以文化论华夷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

主要方针。《论语·子罕》 载：“子欲居九夷。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以及 《春秋左氏传》 将使用夷礼

的夏后裔杞国称为“子”都是华夏、夷狄可经

由“礼”这一标准相互转化的例子。这种原则

也为中国古代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

政权所接受，前秦苻坚在送军队出征当时的西

域时，就对远征军统帅说：“西戎荒俗，非礼

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

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

掠。”表现出氐人建立的前秦王朝，也接受了

从文化关系出发的等级制“民族”思想，并以

“中国”自居而视西域为荒俗之地。

另外，华夷之辨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真正

实现了儒家所推崇的“大一统”，华夷之辨就

不再存在，而是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的一个共

同体，这就是儒家观念中的“天下”。在“大

一统”这一语境下，空间上的统一是一层意

义，《史记》 载李斯对嬴政说的“ （秦） 足以

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更多的就是

强调开疆拓土、一统天下。但是儒家观念中还

同时看重统一的价值意义，这种价值意义一方

面是“得天下”的正当性，也就是孟子所说的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要以仁义来得到天下；另一方面是君主要恪守

仁义价值、为政以德，所以孔子强调“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荀子也

说“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

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只有包含价值内涵

的统一，才是真正的“大一统”，这时候的共

同体被认为是“天下”，如果没有达到价值层

面的要求，那“天下”就变为“国家”。如同

《礼记·礼运》所说，“大臣法，小臣廉，官职

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意为治理国家

有秩序、君臣关系好，可以使国家达到一种良

好的治理状态。但“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

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

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必须加入

价值元素、上下和谐才可进一步达到“平天

下”。所以，“天下”亦可以具体理解为一个政

治文化的共同体。中国人有建立“天下秩序”

的愿望，但强调的是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念来构

建这一共同体，并且对统治者自身的德行提出

了首要的和至高的要求。

在中国历史上，“天下”思想和与之相联

系的早期多民族思想，构成了后来居于主导地

位的儒家思想体系中多民族思想的主体。传统

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理念促使古代中国始终保持

或追求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并且较

为良好地处理了不同时期王朝内部和外部的民

族关系，同时也提供了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形成的思想土壤。

敬告读者：本 报 1 月 16 日 至 20

日，每期四版出刊；1 月 23 日至 27 日

停刊；1 月 30 日至 2 月 3 日，每期四版

出刊。2月 6日起恢复每期八版出刊。


